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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启示

周桂银∗

内容提要 冷战时期三种不同等级的行为体,在中间地带形成

了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即超级大国的全球性战略竞争、次级大

国(力量中心)参与的局部性竞争与缓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地区性竞

争与合作.中间地带的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
其中,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在纵向上贯穿整个冷战时期,在横向上扩

展到全球所有地区,而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参与的国际互动仅限于

一两个阶段和一两个地区,即阶段性和局部性.冷战时期,中间地带

在组成和规模上是不断变动的,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之

间会发生相互转化,但次级大国和地区大国在根本上难以撼动冷战

两极体制.由于中间地带的变动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在战略认知

上,世界大国应当坚持客观和长远态度,在战略选择上奉行审慎和灵

活原则.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冷战 中间地带 超级大国 次级

大国 地区大国 战略审慎

中间地带是国际政治中的一种客观存在.在不同时代,在世界主要大国

或主要力量中心之间,始终会存在一些规模和实力大小不等的中小国家,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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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被称为中间地带 (intermediatezone)、中间地区 (intermediateregion/

area)、战略缓冲区(strategicbuffer).但无论是战略的还是战役战术的层次,

中间地带不同于一般军事意义上的缓冲地带(bufferzone).在和平时期,中间

地带是大国之间相互争夺和纵横捭阖的政治及战略空间;在战争期间,它们往

往会沦为武装冲突的场所和瓜分兼并的对象.近代以来,欧洲的德意志、意大

利北部、中东欧(特别是波兰和巴尔干)等地区,以及亚洲的土耳其、伊朗(波

斯)、阿富汗、晚清中国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充当了欧洲列强之间的中间地带,

对近现代欧亚历史进程的演变发展至关重要.冷战时期,在美苏两大力量中

心以外,也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由于美苏关系变化、两大阵营内部分

化、非殖民化进程发展及其他重大事态,这个辽阔的中间地带的属性、构成

和作用,呈现出相当大的变动性、多重性和复杂性.其中最为显著的现象

是,在这个辽阔、复杂、多变的中间地带,超级大国、次级大国与中间地带自

身的地区大国之间,形成了三个阶段、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关系.本文试图

概要性地考察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丰富而复杂的国际互动图景,展现不同

行为体及其对外政策行为的动因和过程,进而指出中间地带国际互动的若

干政治及战略含义.

一、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含义及特征

关于中间地带概念,国内研究界一般是从两个角度进行理解和研究的.

一是从当代中国外交思想传统出发,考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中间地

带概念的变化和发展,分析这个概念对于相应阶段的中国外交的指南作用以

及国际统一战线的实际操作,并由此出发揭示它对当前中国外交实践的适切

性或启示.① 一些专题性的、高水平的案例研究,比较深入而详尽地考察了毛

泽东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５０年代中期和６０年代初期提出的中间地带设想

以及相应的外交政策行为,剖析三个不同时段的中间地带概念的含义及其主

观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检讨中国共产党及中国政府根据这个概念而规划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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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孙建社、石斌:«从“中间地带”到“世界多极化”: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国际战

略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



行的国际统一战线战略的经验及教训.① 这些研究对于厘清这个概念的内涵

及变化、政策指向及得失,尤其是检讨它对不同阶段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南作用

和实际效果,意义非常重大.二是在一般的国际政治理论与实践上,论说中外

历史和现实中的相关行为体及其中间地带战略,试图从中归纳或提炼出具有

普遍适切性的中间地带理论或战略行为模式.这类研究主要从地缘战略视角

出发,强调国际政治力量结构及变化(权力转移)、大国关系以及中间地带在地

缘战略博弈中的地位和困境.有论者把处于两个或三个大国争夺下的地区和

国家称为中间地带,如美苏及美俄之间的中东欧及中东和高加索、中美俄之间

的中南亚;也有人直接将欧亚大陆的所谓“断层带”(faultzone)称为中间地带,

一般包括中东、高加索和中亚;还有人以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和南北朝时期

的大国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探讨主要国家与中间地带少数民族区之间的政治

与外交关系,甚至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把中原中心与华夏边缘之间的半农业半

游牧地区称为中间地带.②

国际学术界也主要是从地缘战略视角出发看待中间地带的,大致可分为

地缘政治与地缘文化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以经典地缘政治理论家为代表,

如马汉、麦金德、豪斯霍弗、斯皮克曼、布热津斯基等,均依照欧亚大陆的中心

与外围的分析框架,设计各自所在国家(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对外战略,其要

旨是各大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中间地带(如麦金德的心脏地带或斯皮克曼的

边缘地带)的控制权.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此处不再赘述.第二

个分支从世界文明或文化的地理分布出发,指出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半岛(东

亚、东南亚、南亚,涵盖古今朝鲜和日本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西部半岛

(西欧,分布着古希腊罗马文明和近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存在一个广阔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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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４—２７、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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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期,第６８—７２页;王鸣野:«“中间地带”的博弈与困境»,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田文林:«大国博弈与

中间地带的动荡与冲突»,«区域与全球发展»２０１９年第３期,第５２—６３页;王丽娜:«“中心”与“边缘”之间:
中间地带的发现»,«读书»２０１９年第２期,第８９—９６页.



间地区”(intermediateregion),它横跨非欧亚三大洲,从非洲经中东、东欧和高

加索,到中亚、俄罗斯及其远东地区,分布着黑人非洲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

夫文明,以及其他文明或文化.① 这个文化及考古学意义上的中间地区概念,

由加拿大渥太华大学希腊裔历史学家迪米特里基齐基斯(DimitriKitsikis)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提出,启发了后来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断层带”概

念及“文明冲突论”.

在地缘战略理论的两个分支以外,若干国际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则从

欧洲或全球均势角度出发,深入考察中间地带在大国关系中的重要作用,如美

国著名历史学家保罗施罗德围绕拿破仑战争期间及其后维也纳和会上的大

国之间的外交折冲,不厌其烦地详细交待英俄奥普法五大国对于中间地带及

各个组成部分的每一次争夺、兼并和瓜分的方案、意图及谈判细节,包括莱茵

联邦、德意志邦联、波兰王国等特定的中间实体(corpsintermédiaire)的规模、

性质和存废,以说明中间地带对于欧洲政治均势及欧洲体系稳定的重要意

义.② 此外,一些冷战历史学家和国际政治学者则主要使用第三世界或南方/

全球南方(theglobalsouth,由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组成)两个概念,来描

述或分析国际政治的中心地区以外的那些部分:前者对应于第一世界(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和第二世界(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后者对应于北方(由

发达国家组成).③

以上研究表明,中间地带是一个变动的、复杂的概念.实际上,在这个概

念的“发明者”毛泽东那里,其内涵就是不断变化发展的.最初在１９４６年８月,

毛泽东在思考中国革命未来前途时所说的中间地带,是指美苏两大力量之间

的那个辽阔的地区,它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欧、亚、非三洲的资本主义国家,

另一个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④ 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毛泽东重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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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时,这个概念是指两大阵营之间的广大地区,主要是亚非地区的那些独立

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但同时又包括那些与美国存在分歧和矛盾的资本主

义国家或西欧国家.① 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他明确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概

念,即 “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不久又把第二个中间地带扩大到包括

亚洲的日本、澳大利亚和北美的加拿大.② 这个时期,毛泽东还提出好几个相

近的概念,包括“间接同盟军”“中间集团”“中间世界”“中间势力”等,都是围绕

如何立足于中间地带的这一个部分而争取另一个部分,从而形成“抗美反苏”

国际统一战线.③ 在以上三个不同时段,毛泽东的中间地带作为一个政治概念

和一项战略设想,有若干共同特征:一是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外交大局而设计国

际统一战线的考虑;二是为国际统一战线而凝聚和动员党内及国内的战略决

策共识;三是这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主观的国际秩序想象,而不是对国

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客观分析,尤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东风压倒西风”的战

略判断和６０年代中期推动“世界革命”的政治需要下,这种想象严重脱离了国

际政治现实,给中国外交带来重大创伤.④

实际上,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他相关国家的决策者那里,在中间地带

的认知和政策上,同样存在着主观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中间地带至少包含

着地理、政治和历史文化三个维度,因而呈现出相当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如
迪米特里基齐基斯所谓的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中间地区.但是,就冷战而

言,中间地带是相关大国及其决策者的认知和政策所造就的,需要从政治和战

略角度或大国关系视角去看待和分析中间地带,才能反映这个概念本身的基

本内涵及政策指向.所以,从一般的国际政治定义出发,并结合冷战历史进

程,本文所说的中间地带,是指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主要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

地区,以及在两个超级大国与几个次级大国(次级力量中心)之间的那些地区.

它既包括传统的均势意义上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西欧与东欧),又指美苏两

个超级大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始终相互争夺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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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东南亚、东北亚),还有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设想的、作为国际统一战线对

象的地区及国家.在冷战时代的不同阶段里,中间地带的地理及政治组成、规

模、重点,呈现出不同面相.世界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的规律性,以及两大阵

营内部分化的阶段性,推动中间地带的组成和规模不断发生变化.这是冷战

时期中间地带的变动性,也是它的第一个特征.

其次,中间地带是多重的,即不止一个中间地带,而是存在着多个中间地

带.在冷战时期,如果仅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作为主要力量中心,那么,世

界上似乎只有一个中间地带.但从冷战的阶段性看,在美苏两大力量中心

以外,不断发展出西欧、日本、中国、印度等不同政治属性、不同力量等级的

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它们共同塑造着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图景,因而

相应形成了若干个存在于两个或三个力量中心之间的中间地带,如在美苏、

中美、中苏两个大国之间,以及中美苏、中美印、中苏印、美苏印等三个大国

之间,都有一个甚至几个受到相互争夺的地区.这些不同的地区,都可以被

称为中间地带.

再次,中间地带是复杂的.每一个中间地带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宗教上,在

政治属性和战略作用上,都是不尽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三项要素:地区大国

的存在及数量、地区性的战略资源(石油、铜铁铀等矿产资源和海上通道)、文

化及宗教的同质性和异质性.仅就地区大国的存在及数量或地区性力量结构

而言,冷战时期的中间地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单极中间地带,如南亚(印度是

唯一力量中心);多中心或松散的中间地带,如中东、东南亚(东盟成立前);紧

密的中间地带,西欧、东南亚(东盟成立后).因为各个中间地带不同属性和作

用,大国对它们的关注程度和争夺烈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中间地带对于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及国际体系的总体稳定,有着很

大的调适性与缓和性,此即一些国际政治理论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中间地带

对于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效应.中间地带是大国博弈(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的

场所,也是它们之间的缓冲地带,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不断测试和释放大国战

略竞争/对峙的压力(紧张局势),进而使得大国战略竞争/对峙富有弹性,在整

体上维持着国际体系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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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效应:全球层次

冷战时期中间地带范围内的复杂多变的国际互动,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展

开,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层次是美苏战略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初期以欧洲为重点,随后发展到全球范围;第二个层次是次级大国参与的地

区性竞争与缓和;第三个层次也是地区性的,主要经由各个地区的地区大国在

内政外交的巨变所引起.这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相互叠加、渗透或交织,共

同塑造着冷战时期的国际政治.同时,这三个层次的国际互动,大致以１９５６
年苏伊士运河事件和１９７３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及中东石油危机为分水岭,可划

分为前后三个阶段.

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或全球性力量中心在中间地带的竞争,是全球层次的

国际互动.在第一个阶段,即从战后初期到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随着冷战爆

发和展开,美苏双方首先在欧洲展开争夺,然后不断扩展到中东、南亚、东亚;

其中,双方争夺的重点是欧洲,核心是德国问题.① 双方围绕欧洲、中东和东亚

(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重点地区)而发生激烈争夺,爆发了几场重大危机和热

战,包括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伊朗危机和希腊—土耳其危机、１９４８年柏林危机、

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朝鲜战争、１９５４—１９５５年台海危机、１９４６—１９５４年印度支那战

争.双方还针对一些国家展开了包括政治战、心理战、宣传战、颠覆、政变在内

的隐蔽行动,如美国在１９５３年针对伊朗摩萨台政府、１９５４年针对危地马拉阿

本斯政府的秘密行动,推翻了两地合法政府,扶植起亲美政权.在这个阶段的

争夺中,美国逐渐建立起一个从欧洲到东亚和拉美的、用来遏制苏联和中国及

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联盟网络,包括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

(１９５９年改名中央条约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美澳新联盟,以及美台、美日、

美韩双边同盟、美洲国家组织,从而取得了较大的优势.随着１９５５年联邦德

国加入北约,以及此前１９５３年朝鲜停战协定和１９５４年印度支那问题日内瓦协

议相继签订,美苏及两大阵营基本上明确了各自势力范围的界线,冷战两极体

制开始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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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阶段,即从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到１９７３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及

中东石油危机,美苏两国主要在中东和东亚两个重点地区进行争夺,并愈益走

向非洲和拉丁美洲展开竞争.在中东,双方通过在第三、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各

支持一方,大致划定了彼此的势力范围,美国巩固了中东北层的土耳其、伊朗

和巴基斯坦三国以及沙特、以色列两个盟友,苏联将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纳入

其战略轨道,并开始向红海两岸的南也门和索马里渗透.在东亚,美国为了遏

制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先后以“多米诺”理论和“国家建设”理论为指针,长期

支持韩国、菲律宾、印尼、南越等地的独裁政权,并大规模卷入越南战争;苏联

(以及中国)则支持越南北方,形成长期的军事对峙.在非洲,随着一大批国家

摆脱殖民统治而走向独立,美苏两国都不遗余力地移植各自的政治经济模式,

双方甚至均为此诉诸于公开战争和隐蔽行动,导致阿尔及利亚、加纳、刚果

(金)等国的政变、动荡和内战.在拉美,苏联支持古巴革命政权,并试图在古

巴部署战略武器,从而引发１９６２年“古巴导弹危机”.这次危机以及此前的第

二次“柏林危机”,推动形成了美苏危机管理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紧张

局势.美国为防止出现更多的古巴,继续通过武力干涉和隐蔽行动,颠覆拉美

的进步政权,如１９６５年祭出“约翰逊主义”并出兵多米尼加共和国,１９７３年通

过军事政变颠覆智利阿连德政权.

在第三个阶段,即从第四次中东战争到冷战结束,美苏争夺扩大到全球所

有地区,尤其苏联愈益试图通过代理人战争确立、巩固和扩大其势力范围.在

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测试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力量和底线,从此

愈益将目光转向外围地区,愈益使用武力手段推行苏联模式;①而美国在结束

越南战争以后,在欧洲以外地区推行“尼克松主义”,主要发挥其海外盟友或伙

伴的“地区警察”的作用.②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美苏争夺呈现出苏攻美守的态势.

其中,在南部非洲,苏联及其代理人古巴与美国支持的南非和中国在１９７５—

１９７６年安哥拉内战中针锋相对,各支持一支安哥拉武装力量;在东非之角,苏

联、古巴、南也门支持埃塞俄比亚、美国支持索马里,在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年欧加登

战争中大打出手,安哥拉、莫桑比克、坦桑尼亚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卷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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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安哥拉到埃塞俄比亚,苏联的干涉规模和力度越来越大,而这两次干涉

行动的成功,刺激苏联自信心大涨,终于导致１９７９年１２月出兵阿富汗.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美苏争夺态势逆转,美国奉行“里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尤其从

南部非洲到非洲之角再到中东的“危机弧”地带),开始对苏联扩张主义采取攻

势.其中,在阿富汗,美国及其西欧和中东盟友及伙伴,大规模地支持反对派

武装,最终将苏联拖入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战争泥潭.在中美洲,美国强势介入

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内战,打击亲苏政权或支持亲美势力,甚至直接出兵格林

纳达,推翻亲苏亲古巴政权.同时,美国还采用“非对称”战略,利用其拥有极

大优势的经济手段,在第三世界与苏联展开争夺.①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

苏联在全球争夺中败落下来.

在以上三个不同阶段,美苏对中间地带的认知经历了相当大的变化,直接

导致不同阶段的不同战略选择.在第一个阶段,美苏除巩固各自在欧洲的势

力范围以外,对其他地区均采取了有限卷入政策.美国根据民族自决原则,积

极支持亚非地区的非殖民化运动.但与此同时,又以简单的“非此即彼”的两

分态度,反对亚非国家的中立主义政策立场,竭力把更多的亚非新兴国家纳入

美国战略轨道;苏联主要以周边安全为关切,主要在中东北层地区与美国(及

英、法)展开争夺,同时有重点地支持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如中国、朝鲜和越南.

在第二个阶段,美国从反对殖民主义和中立主义,转变到支持基于现代化理论

的“国家建设”,愈益按照美国模式塑造新兴独立国家,甚至走到武装干涉的第

一线(越南战争);苏联在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和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一度对中

间地带持有犹豫不决的态度.② 但在１９６８年“勃列日涅夫主义”出台以后,愈

益以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利益为名义,通过军事扩张手段输出苏联模式,以

致许多亚非国家倒向苏联.在第三个阶段,美国先是奉行“尼克松主义”,采取

收缩战略,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又转向价值观外交(人权外交),继而在８０年

代采取“里根主义”和“推回”战略,积极争夺中间地带的关键国家和战略通道;

苏联继续向外围扩张,愈益依据中间地带和外围地区的特定国家在意识形态

上对苏联的一致性和忠诚度而采取行动,导致战略上的重要方向与次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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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界线日益模糊,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及军事义务.

美苏双方在中间地带的认知和战略选择上,有两大共同点:其一,美苏两

国均从各自的意识形态标准出发,力图推广各自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各自“中

意”的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或势力范围,而这种改造世界的使命感,导致双方

在不同阶段均出现了战略重点方向与次要方向的界线模糊.但无论美国还是

苏联,在前两个阶段,它们在拉拢或争取盟友或伙伴时,在意识形态标准上远

非严格.在第三个阶段,苏联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起,部分由于苏共内部的

国际派或行动派在对外决策中开始发挥比较重要的作用,按照特定目标国及

其不同领导人在马列主义纯洁度和对苏联的忠诚度的标准,决定是否援助或

支持以及援助或支持何人,如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① 同样地,美国在

卡特和里根执政期间,越来越重视盟友或伙伴国在国内政治尤其人权问题上

的表现,逐渐放弃对美国海外联盟体系内的一些臭名昭著的独裁政权的支持,

推动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型;其二,两个超级大国均从地缘战略考虑出发,在核

心势力范围之外,不断寻找、建立和控制越来越多的战略据点或战略通道,从

而推动美苏战略竞争及冷战的全球化.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两个主要因素是

相互作用、相互交织的.在许多情况下,其他一些因素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

用,如美苏两国的超强实力、不同领导人的个性、决策部门之间的竞争、官僚机

构惯性机制,但它们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与战略利益两个主导因素发挥作

用的.②

三、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及效应:地区层次

中间地带的另外两个层次的国际互动都是地区性.一个层次是美苏以外

的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在中间地带产生的国际互动.这些次级大国或次

级力量中心,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以英国、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前殖民国家,

它们在不同阶段与美苏及其他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产生互动;二是以中国、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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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欧共体(欧盟)为代表的新兴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它们在第二、三阶段日

益对全球及地区国际政治发挥重要影响.

次级大国在中间地带产生的国际互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现,因而导致

中间地带的组成和规模频频发生变动.

在第一阶段,以英法为代表的殖民国家在东南亚、中东、非洲与美苏形成

竞争与合作,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力量与美苏及英法形成既竞争又缓和

的互动,其中,东南亚、中东是两个重点地区:一是美国与英法之间形成了既竞

争又合作的局面,美国原则上反对殖民地主义、支持民族主义,但在遏制苏联

和中国方面又要依靠英法两个传统盟友,以１９５４年日内瓦协议和１９５６年苏伊

士运河战争为标志,美国在东南亚和中东取代英法而成为两个地区的主导力

量;二是苏联主要出于意识形态使命感而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从而与英法

两国形成有限竞争,如苏联支持中国、印尼、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的民族解

放运动或摆脱西方统治的斗争,在新中国成立后又通过中国支持朝鲜抗美战

争和越南抗法战争;三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力量逐渐进入国际政治舞台,中国

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框架下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尤其是依据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的分工原则走上与美国及西方斗争的第一线,卷入朝鲜战争和印度支

那战争;印度以“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为抱负,力图发挥美苏以外的第三种

力量的作用,调停朝鲜战争,组织亚非会议,推动亚非民族解放运动、亚非中立

主义和亚非团结取得一些进展.

在第二个阶段,英法一方面专注于国内建设和西欧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

与美国在北约军事指挥权、多边核力量计划、国际贸易与金融等方面产生分歧

和矛盾,加上联邦德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在外交上奉行“新东方政策”,导致

西欧日益成为一个次级力量中心和另一个中间地带.同样地,在美国支持下,

日本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特需”机会,重返东南亚、加入联合国、积极

开展对华外交,成为西方阵营内的重要成员和中苏两国积极争取的重要对象.

同样地,社会主义阵营也出现分化,中苏走向分裂,中国自身成为中间地带的

组成部分和一个次级大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到７０年代初期,中国对外政

策出现激进化趋势,在亚非拉地区积极推动世界革命,有重点地支持越南、阿

尔及利亚、古巴、阿尔巴尼亚,而越南是重中之重,期望通过越南带动“东南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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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片”的革命.① 但是,中国外交的激进化在两个中间地带均未取得显著成

果:在第一中间地带,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而成功夺取政权的国家屈

指可数;在第二中间地带,中国与法国和日本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但激进外

交又“吓退”其他许多国家,甚至导致“四面树敌”.印度联合亚非欧的地区大

国,发起不结盟运动,成立“七十七国集团”,有力地推动了第三世界的崛起,但

１９６２年中印边界战争之后,印度日益专注于南亚地区事务,并在１９７１年第三

次印巴战争前后实际上放弃了不结盟立场,在很大程度上进入苏联战略轨

道.② 在此后直到冷战结束的时期里,印度事实上只发挥了一个地区大国而非

次级大国的作用.

在第三个阶段,西欧、日本和中国成为日益重要的次级力量中心,推动国

际政治不断走向多极化趋势.在经济崛起的基础上,西欧和日本逐渐显露出

政治及外交独立倾向,西欧不仅推动东西方关系走向缓和,而且日益在南北关

系和全球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如１９７５—１９８９年期间的四个«洛美协定»,以

及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经济援助.日本以１９７７年提出“福田主义”为标

志,在政治上重返东南亚,并开始向一些亚非拉国家提供大规模政府援助,在

南北问题和全球问题上发挥作用.中国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形成“三个世

界”理论,逐渐放弃意识形态争夺或世界革命冲动,在１９７８年开始改革开放,

在１９８２年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主

动选择退出冷战,赢得越来越大的外交空间.③ 在这个阶段,西欧、日本和中国

的立场和政策,为许多国家提供了一种不同的战略选择,也使得东西方冷战愈

益呈现出一种竞争与缓和并存的态势:在超级大国之间,竞争是主要的;在次

级大国之间,以及次级大国与超级大国之间、次级大国与中间地带国家之间,

缓和是主要的,而且推动了超级大国关系甚至整体上的东西方关系的缓和.

次级大国在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呈现出三个特点:其一,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第一个十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与英法两个次级大国,同时在东南亚和

中东两个中间地带形成复杂互动,以及美苏与中印在东南亚形成互动.但除

此之外,在整个冷战时期,往往只是两个超级大国与另一个次级大国在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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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或两个中间地带形成竞争,如第二个阶段,美苏与中国在东南亚和非洲,美

苏与印度在南亚;一般不会出现两个超级大国与多个次级大国同时在两个以

上中间地带形成横向互动的情形;其二,超级大国与次级大国不会在前后三个

阶级始终构成纵向互动,一般是两个超过大国在所有阶段进行竞争同时,而只

在其中一个阶段分别与一两个次级大国形成竞争或合作,从而形成纵向的阶

段性竞争与合作,如第一、二个阶段美苏与中国在东南亚,第二个阶段美苏与

中国在非洲;由于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的变化,形成两个超级大国与中国在东

南亚和非洲的竞争与合作相互交替的情形;其三,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西欧

和日本作为新兴的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愈益发挥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它们与

超级大国之间(美日欧三边关系、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

对于中间地带各个组成部分的联动,以及整体上对于国际政治的全球性效应,

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这些新兴的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本身也成为超级

大国之间的愈来愈重要的中间地带.

另一个层次是中间地带的地区大国及其内政外交变化所产生的国际互

动,这是地区大国对于国际政治的能动性.除中国和印度逐渐崛起为次级大

国以外,在不同阶段,中间地带的一些地区大国的能动性,尤其内政外交的剧

变,不仅对于地区形势产生了显著而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于冷战体制的塑造

(强化或削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第一个阶段,土耳其在１９５２年加入北

约、伊朗在１９５３年摩萨台事件后倒向西方阵营、印尼在１９５５年参与组织万隆

会议并倡议中立主义和不结盟运动,均显著地影响了地区形势,前两者有助于

加强冷战两极体制,后者则推动形成了国际政治中的第三种力量.第二个阶

段,埃及在１９５６年宣布苏伊士运河国有化、外交上倒向苏联并引发第二次中

东战争,伊拉克在１９５８年发生革命并退出巴格达条约组织,印尼在１９６５年发

生军事政变并倒向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使两大阵营的组成各有变化,但未能从

根本上撼动冷战两极体制.第三个阶段,埃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推动

埃以和平进程并在外交上逐渐成为美国中东政策的一大支柱,沙特在中东石

油危机后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和地区战略支柱,导致中东形势逐渐有利

于美国;伊朗在１９７９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并在政治上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不

久又爆发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而阿富汗在１９７９年底导致苏联武装干涉,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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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美苏在中东地区均面临更加复杂而微妙的形势.①

地区大国在内政外交或战略选择上的能动性,不仅改变了本地区的战略

形势,而且推动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的战略选择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或

缓和了冷战两极对峙关系.但是,地区大国所引发的两大阵营攻守态势的变

化,其影响大致仅限于这些国家所在的地区,而很难外溢到其他地区或全球层

次.例如,不结盟运动由于印度以及印尼、埃及和南斯拉夫等地区大国的内政

外交变化,在７０、８０年代走向低潮,但并未引起全球国际关系的颠覆性变化.

所以,一些地区大国在内政外交上的剧变,固然会导致两个超级大国以及相关

次级大国的战略选择的变化,并导致两大阵营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松动或强

化,但并未在根本上改变或撼动当时的冷战两极体制.

四、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地位和作用

在冷战时期中间地带的国际互动中,美苏全球竞争是一条主线,次级大国

与地区大国参与的复杂而多重的竞争与合作是若干条副线;美苏竞争与缓和

主导并控制着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的能动性,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之间以及

两者与超级大国之间在中间地带形成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塑造冷战体制

(加强或削弱)有一定的助推作用,但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始终是从属性的.在

这方面,只有中国是一个罕见的例外,即中国不仅通过中苏分裂以及后来的中

美苏战略大三角互动,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从属成员向着中间地带的

独立大国的根本转变,而且跃升为一个重要的力量中心.次级大国和地区大

国对于两极体制的从属性,是超级大国、次级大国与地区大国各自的“权力优

势”使然,也是冷战时期各个阶段的特定形势使然.② 由于超级大国的主导和

控制,在整个冷战时期,分属于不同阵营的次级大国或地区大国彼此之间未能

形成同盟或紧密合作关系,它们只有在改变阵营立场之后才能实现“想望”的

结盟或合作,包括一个次级大国或地区大国倒向对立阵营的超级大国或形成

事实上的同盟关系.例如,中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开始,一直谋求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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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长时段看,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和阿富汗的战争,实际上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伊斯兰主义分别

向美苏及冷战两极体制提出重大挑战.Westad,TheGlobalColdWar,Chapter８,“TheIslamistDefiance:
IranandAfghanistan,”pp２８８Ｇ３３０.

权力优势在大战略的“关联因素”中至关重要,梅尔文莱弗勒:«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

与冷战»,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９年版,第４—５页.



地带有所突破,形成针对超级大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或找到若干同盟军,但始终

未能如愿,而仅限于与法国和日本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中国只有在改善

中美关系并推行“联美抗苏”战略之后,才得以实现与英国和以色列等美国盟

友或伙伴的密切合作关系.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及第二次印巴战争中谋求美

苏援助均不得,在第三次印巴战争前突然倒向苏联,事实上结成同盟关系.埃

及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毅然绝然地倒向美国,最终才得以启动埃以和平进

程,从而极大改善了自身的地区及国际地位.巴尔干地区的南斯拉夫也大致

如此.①

中间地带的不同层次和不同形式的国际互动,不仅充分展现了上文所论

说的中间地带的变化性、多重性和复杂性,而且对于一般意义的国际政治运行

富有一些启示.

首先,中间地带与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之间可能会发生相互转化.

中间地带有可能产生新的次级大国,如中国和印度,超级大国各自控制的阵营

内部也可能分化出新的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如中国、西欧/欧共体和日本.

另外,一些次级大国或力量中心也可能会沦为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如英法两

国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以后、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和第三次印巴战争之后,大致

在名义上是次级大国,而实际上是地区大国以及中间地带的组成部分.这些

相对于超级大国的次级大国或次级力量中心,以及它们的战略选择,对于国际

体系的稳定性,在战略上意义十分重大.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关于自身及彼

此的战略认知和政策选择,最直接的后果之一是各自会面临“两线作战”或“多

线作战”的问题,如在冷战时期的第二阶段,美国面临着苏联和中国的挑战;中

国不仅“两个拳头打人”去对付美苏两国,还要面临印度的挑战.在第三阶段,

苏联不仅同时面对中美两国,还要安抚一个非常激进的古巴,以致不得不大规

模地卷入安哥拉内战、欧加登战争,甚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尼加拉瓜、萨

尔瓦多和格林达纳;印度开始同时面临中美两国以及巴基斯坦的多重压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多个力量中心与多个中间地带之间的复杂互动,对于国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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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不同阵营的次级大国或地区大国相互之间未能形成结盟或密切合作关系的观点,受到上海外

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马骏副研究员的提示和启发,特此致谢.关于中国困境与战略选择的一

项研究,参见马骏:«两极格局下的无奈与选择:毛泽东大战略思想研究———兼论毛泽东调整对美政策动

机»,«国际观察»２００８年第４期,第６７—７３页.在冷战两极体制和两个超级大国权力优势的约束下,次级大

国和地区大国的有限能动性似乎是普遍的,其约束因素大致包括:超级大国的权力优势、次级大国和地区大

国的安全关切、意识形态立场.



系的稳定性来说,可能更加复杂、更加敏感、更加重要.

其次,超级大国和次级大国对于中间地带的认知,要尽可能从客观事实而

不是主观愿望出发,例如,美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于中间地带的新兴独立国家

及其中立主义立场的认知,以及中国在２０世纪５０后期到７０年代初期基于阶

级划分而对中间地带国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矛盾的战略判断,大致是

脱离现实的,因而也是错误而无效的.同样地,意识形态立场或滤镜会扭曲乃

至遮蔽客观事实,从而导致战略选择谬以千里.美国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起排斥

亚非民族主义和中立主义,以及长期以来在盟国和伙伴国的内政外交上坚持

双重标准,是不得人心的,也大致是得不偿失的;苏联和中国从所谓国际共产

主义运动的正统性以及马列主义立场的坚定性出发看待中小国家政府或领导

人,并由此在中间地带进行意识形态竞争,同样是不得要领的.① 在摒弃意识

形态、坚持客观判断的前提下,大国在对待中间地带国家的战略选择上,要保

持一定的战略审慎,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战略审慎,是基于客观的认知和判

断,这是大国与中间地带中小国家关系的起点,即客观地分析和对待双方而不

是一方的利益和关切,以及更重要的是关于这些利益和关切的相互尊重,包括

双方的利益、声誉和尊严;对许多中小国家来说,在很多时候,声誉和尊严也许

比物质利益显得更加重要.战略选择上的灵活性,一方面,意味着从实际的、

不断变化的形势出发,尤其要对许多中小国家内部事务的复杂性和变化性留

下足够的时间与耐心;另一方面,是坚持手段的多样性和综合性,以及更重要

地,在相互关系上留有余地.美国在伊朗、越南和安哥拉,苏联在索马里、埃塞

俄比亚和阿富汗,中国在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和东南亚,均留下了足够深

刻的教训.

再次,中间地带域外的大国或力量中心,尤其是超级大国,不仅要在尊重

彼此的势力范围问题上长期持有共识,而且要对中间地带的关键组成部分

以外的外围地区(或遥远的边缘地区)保持一种温和节制的态度,在主要地

区与次要地区之间划定并坚持明确的界线.经过１９５８—１９６２年激烈争夺的

危机期,尤其第二次“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涉

及各自势力范围或核心利益问题上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双方均不挑战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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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权威和利益,也不谋求在对方势力范围内进行政治渗

透、武装颠覆或颜色革命,如１９６８年布拉格之春期间美国和西欧的“消极无

为”,美苏对１９７３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控制.与此同时,美苏均将目光投向

更远的外围地区,而外围地区的极大的复杂性和巨大的不确定性,加上两个

超级大国关于外围地区的对话机制的缺失,导致７０、８０年代美苏在中东南

层、非洲之角、非洲中部及南部,愈益激烈地进行争夺,爆发了多场代理人战

争,不仅直接消耗了两个超级大国及当地国家的国力,而且产生了至今仍未

完全消除的后遗症.

最后,中间地带的地区大国的战略选择,在关键时刻、对关键地区,往往会

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或消极后果.虽然这些地区大国及其战略选择,如上文

所说不能从根本上撼动两极体制,但“四两拨千斤”的地区效应,以及对于超级

大国和次级大国在政治上的心理冲击,却可能是经久而深刻的.例如,土耳

其、埃及、伊朗、阿富汗和印尼,以及特定阶段的法国和日本,对于相关超级大

国和次级大国及其战略行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冷战时期的不同阶段,中

国在对外交往上的几项显著成就,都有赖于这样的“四两拨千斤”效应,如印尼

及其他亚非国家倡议召开的万隆会议对于中国周边外交新局面的开创,法国

与中国建交对于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突破,日本与中国建交对于中国推动

中美关系改善及中美苏战略大三角的形成.同样地,中国外交关系上的一些

挫折或教训,也跟一些地区大国的内政外交及战略选择的变化密切相关.例

如,１９６５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及倒向美国,长期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与东南亚

的关系,甚至影响着整体意义上的中国周边外交.从这个角度看,在全局高度

和长远视野上运筹和经营中国与地区大国的关系,可谓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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